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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性赋权： 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何以可能？

蒋红军　 张　 东

【摘要】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且游离于既定
社区治理体系之外。如何缓解城市社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群之间的治理张力是
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回应的重要挑战。论文通过对Ｓ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
基于调适性赋权逻辑，融合社区创建进程中的新制度及政策，增量叠加于户籍
身份等旧制度之上。在组织化赋权、专业化赋能以及网络化互动三大机制支撑
下，新旧制度互动实现了“为社区参与赋权”与“向户籍身份妥协”之间的制
度均衡，从而推动形成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研究深化了流动
的城市性认知，对探索社区韧性治理和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调适性赋权　 流动人口　 社区融入　 历史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４）０６ － ００６０ － １８

一、问题的提出
流动人口治理的现代化，关乎“五化并联”的中国式现代化成败（杨菊华，

２０２４）。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当前流动人口为３７５８２万人，跨省流动
人口为１２４８４万人。进入人口大流动时代，流动社会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变革
要求（张康之，２０１９）。面对封闭的社区治理体系，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与
公共参与诉求难以有效解决，使得流入地社区治理遭遇信任危机和效能危机
（吴越菲，２０１７）。然而，在全国的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却很少出现流动人口
与本地人群不可调和的大面积冲突。不仅如此，大量流动人口逐渐进入“不流
动”状态（齐嘉楠，２０１２），在社区顺利安顿自身生活，与户籍人群进入相安
无事的社区治理形态。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数量众多的流动人口在未对户籍
身份等制度产生剧烈冲击的前提下实现了社区融入，蕴含着渐进的内生制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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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意涵，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值得深入探究，对于认识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基
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多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研究着重考察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肖子华等，
２０１９；李晓壮、李升，２０２１），主要从市民权利的应然发展出发（唐亚林、郭
林，２０１９），呈现流动人口融入的现实落差，探索难融入、难扎根的因由，呼吁
推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尤其是社区融入。近年来，诸多流动人口融入、扎根城
市社区的创新案例不断涌现，其价值不应受到忽视。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主
要强调流动人口如何发挥自主性（张广利、张瑞华，２０１２；张霁雪，２０１４），将
社区两委及本地居民的接纳意愿视为当然的事实，忽略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是城市
政府、社区两委、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主体协同推进治理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结果。
由此观之，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变迁过程与逻辑机理，仍是待解的“黑箱”。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动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各地积极开展融合社
区治理创新，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社区落地生根创造更好条件。经由城市政府主
导、社会组织助力，Ａ市Ｓ社区试点创建融合社区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该社
区通过强化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积极打造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共治共享的社
区治理共同体，回应流动人口的社会需求与治理诉求，流动人口与户籍居民相
安无事的社区治理形态逐渐成型。据此，本文聚焦Ｓ社区，通过实地走访、半
结构化访谈和档案资料整理收集研究信息，探究以下研究问题：在户籍身份等
制度约束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创新如何发生？
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何以可能？

二、研究进展与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的人口流动已经发生诸多变化。虽然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总体水

平仍不高，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仍有不少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的创新案例。面对
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的新形态，现有研究因割裂宏观制度约束与微观主体实践，
难以有效解释实践创新背后的内在机理，急需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探讨流动
人口社区融入的制度逻辑。

（一）流动人口融合治理研究进展
关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现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对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进行

测量，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由于户籍身份等制度约束以及城镇化的不平等效
应（陈云松、张翼，２０１５），在经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满意度等主要维度
上（汪明峰等，２０１５），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总体不高（李晓壮、李升，
２０２１），不同融合维度之间差异也较大（肖子华等，２０１９）。青年流动人口（宋
月萍等，２０２４）、老年流动人口（李雨潼，２０２２）等特殊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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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待提升。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因素多元而广泛，包括政府、企业和个
体之间的成本分配（宁越敏、杨传开，２０１９）、社会质量（徐延辉、龚紫钰，
２０１６）、社会互动（李培林、田丰，２０１２）、社会网络（李树茁等，２００８；悦中
山等，２０１２）、社会资本（吴玉锋等，２０１９）、公共服务（邓大松、胡宏伟，
２００７；刘乃全等，２０１７）等。

从流动人口参与在地社会治理来看，在流入地城市政府的推动下，流动人
口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不断涌现。现有研究发现流动党组织能够把去
组织化的流动人口组织起来，提升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水平，进而促进社区融
合（钱晨、张桂金，２０２２；朱亚鹏等，２０２２）。也有研究者主张通过自治组织边
界重塑（郎晓波，２０１６）、激发流动人口的个体或群体能动性（张江龙等，
２０１７；杨高、周春山，２０１９）来提升社区融合程度。还有研究指出，社会组织
能够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通过有效化解冲突来促进融合秩序
再生产（周利敏，２０１９）。

上述研究对我国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流动人口参与在
地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现有研究仍有两大不足：一方面，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状况研究主要考察户籍身份转换及其权益落差，对于聚焦治
理体系转变而非身份转换的融合实践经验关注不足，容易夸大户籍身份等制度
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参与在地社会治理研究主要关注特定治理主
体的微观行动，对于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受到制度体系的塑造认知不够，难以有
效解释村居自治组织及本地居民为何愿意接纳流动人口参与。事实上，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是户籍身份等制度约束下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互动
的结果，是社区治理体系渐进性内生演化的重要表征。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深
层机理考察，需要将宏观制度塑造与微观主体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发展中观维
度的制度分析，才能更好贴近流动人口的实际社区生活。历史制度主义是研究
制度与政策变迁的一种重要中层理论工具，有助于洞察流动人口在户籍身份等
制度约束下融入流入地社区的逻辑机制。本文将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脉络中
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探索基于身份差异性而非同一性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创新
实践，探讨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内在机理。

（二）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政治与政策分析中的核心地位，既不同于旧制度主

义的宏观分析，又异于行为主义的微观分析，主张通过中层制度研究将宏观政治
现象与微观主体行为结合起来，着重从结构性、时序性等维度探究制度安排如何
塑造行动者互动，推动制度变迁（凯瑟琳·西伦、斯文·斯坦默，２０２２）。历史制
度主义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存在激进式与渐进性两种类型。虽然间断均衡模型、关
键节点理论等识别了特殊时期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外部诱因，但更多研究侧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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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时期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其是制度功能变化的常规状态（马雪松，２０２２）。
历史进程中的内生渐进性制度变迁常常表征着细微而连续的社会变革，蕴

含着制度增量调整的内在逻辑。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互动出发，詹姆斯·马洪
尼与凯瑟琳·西伦将渐进性制度变迁分为制度层叠、制度替代、制度漂移、制
度转换四种模式（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ｌｅｎ，２０１０）。其中，制度层叠是指新旧制度
层层叠加，形成影响公共政策、政治权威分配、政治联盟演化的复杂制度结构，
在不破坏既有制度前提下实现制度渐进变迁，达至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变
革的治理效果。制度层叠又可分为厚化层叠与良性层叠两种情形。前者指嵌入
旧制度的新制度保护或增强原有制度的效能（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ｅｉｊｄｅｎ，２０１０），而后者
则是有目的地创造出一些脱离原有制度框架外的新制度，打破制度结构单一的
格局，为政策创新与制度多元化创造空间（Ｓｔｒａｍｂａｃｈ ａｎｄＨａｌｋｉｅｒ，２０１３；胡晓
辉、张文忠，２０１８）。不管是何种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者均关注由制
度、观念和利益等要素构成的制度复合体演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将为制度变迁
提供机会，从而创造新的制度均衡（李过，２０２４；段宇波，２０１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体现出良性层叠的制度变迁与政
策创新本质。由此，本文构建了如下分析框架（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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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流入地社区治理经历了从“二元社区”治理到融合社区治理的制度变

迁过程。在户籍身份等制度结构约束下，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治理可分为“二元
社区”治理、融合社区治理和“一元社区”治理三种类型。其中，“二元社区”
治理强调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户籍身份区隔，融合社区治理突出流动人口参与流入
地社区治理，“一元社区”治理作为理想类型，则主张完全打破户籍制度约束，推
行基于常住人口的本地人与外地人同一治理。在实践中，部分城市政府通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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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政策创新，驱动流入地社区治理从“二元社区”治理向融合社区治理渐进变
迁。融合社区成为介于“二元社区”治理与“一元社区”治理之间的中间状态，
在不破坏户籍身份等制度的前提下开展融合社区治理制度创新，推动新旧制度互
动达至新的制度均衡，形成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

第二，城市政府的调适性赋权驱动流动人口融入治理创新及新旧制度互动。
为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在地社区，向其开放社区治理权限尤为关键。城市政府在
创建融合社区进程中着力破除封闭的社区治理体系，通过调适性赋权向流动人
口开放社区治权，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领域，化解流入地社区治理危机。具
体到融合社区治理情境之中，治理主体、结构与行动“三位一体”的制度复合
体变化，构建了不同于过往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形态。其中，治理主体维度重
在围绕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特定情境识别和培育多元参与行动者，进而带来新
观念和新利益，驱动制度结构的优化与吸纳；治理结构维度旨在搭建关系架构，
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接受社区公共服务奠定制度基础，展现新的制度实
践；治理行动维度则反映多元主体互动的动态关系，呈现出制度塑造下的利益
网络建构。

第三，组织化赋权、专业化赋能、网络化互动三大机制有效保障了流动人
口社区融入制度变迁。组织化赋权机制与专业化赋能机制着力从顶层设计、参
与激活、技能提升等管理性要素为新旧制度互动提供支持性情境，而网络化互
动机制则从关系性要素出发着力构建合适的关系结构，驱动制度约束下的多主
体良性互动，保障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制度变迁的质量和效能。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察融合社区创建进程中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创新

的发生逻辑与内在机制。一方面，案例研究法适用于回答“怎么样”“为什么”
的问题（罗伯特·Ｋ．殷，２０１７）。现有研究对于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治理创新的
逻辑机制认识不足，使用案例研究方法能够“聚焦于一点”“解剖麻雀”“钻到
里面看”（风笑天，２０２２）。另一方面，高质量案例研究需要反复融合理论与实
践（李大宇、黄欣卓，２０２４），选择典型、极端或反常案例，通过案例外推，实
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跃升（管兵，２０２３）。本研究选择的融合社区试点创建案例，
旨在探索身份差异性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规律，不同于过往研究聚焦户
籍身份转换、追求身份同一性，属于拓展现有理论认识的典型案例，围绕该案
例的研究具有理论创新的潜力。

本文主要使用访谈法、观察法收集质性资料，在个案社区开展了为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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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追踪调研，从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０年深度访谈了街道干部、社区干部、社会组
织负责人及社区代表等２８人，并在２０２３年进行了两次回访座谈，搜集整理了
大量的政策文本、案例资料、访谈记录等，以期完整呈现案例社区创建融合社
区的故事。

（二）案例选择
Ｓ社区邻近省城火车站和批发市场，生活便利、租金低廉，成为众多流动人

口首选的“落脚社区”。该社区面积约０ ６平方千米，却容纳着上万名外来人
口，２０２０年社区常住人口１５６４０人，其中流动人口高达１１０２０人，是典型的人
口倒挂社区。从１９９７年Ｗ镇的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开始，Ｓ社区开始探索人口倒
挂社区治理，经历了防控管理、“以外管外”、融合治理三个阶段（见表１）。随
着融合社区治理创新探索的不断深入，Ｓ社区的社区环境、治理秩序与流动人口
社区认同显著提升，本地人与外地人良性互动频密，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成效
明显。其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经验先后被新华社、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媒体广
泛报道，社会评价和反响好。其中，全国首个由外地人和本地人共同构建的
“社区共治议事会”入选２０１７年全国“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融合社
区创建经验向省外扩散与推广，复制用于江苏常熟服装城治理，助力其在２０１７
年获评首批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２０１９年Ｓ社区治理创新案例入选
Ａ市全面深化改革优秀案例。

在人口大流动背景下，本地人与外地人在流入地社区的互动压力普遍存在。
Ｓ社区直面互动压力，探索创建融合社区的案例，推动结构与制度变革，流动人
口社区融入效果显著，具有典型个案研究的价值。

表１　 Ｓ社区的流动人口治理历程
治理阶段 时间 治理举措

防控管理阶段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 “以证管人”，采用暂住证检查、罚款、收容遣送等管控
措施

“以外管外”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流出地委派专职人员，成立“流动党支部”承担外来人口
管理职责

融合治理阶段 ２０１４年至今 引入社会组织，设置非户籍委员，推进“五加二工程”，实
行“五长共治”，深化融合社区治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调适性赋权：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基层创新实践
基层治理创新具有制度变迁的意涵，是制度、环境与行动者有机互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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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融合社区创建意味着城市政府采用新的政策破解“二元社区”治理难题，
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故此，融合社区创建进程中的制度复合体演化、新旧
制度互动不仅形塑了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而且决定着制度变
迁的未来发展。

（一）政策试点与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渐进性制度变迁
在稳定的治理体系中，制度架构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运行摩擦以及由此带来

的行动激励，是促进渐进性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马雪松，２０２２）。Ｓ社区的流
动人口治理因长期受到户籍身份制度约束，其社区融入水平较低。而Ａ市政府
获得新的政策试点资格，则为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政策创新提供了契机。旧制度
与新政策的互动，驱动“二元社区”治理向融合社区治理发展变迁，为流动人
口社区融入创造了新的制度生态环境。
２０１４年，Ａ市被中央批准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为创新流动人

口城市融入机制打开了政策窗口。同年成立的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在多方
调研后，决定开展融合社区创建试点，着力在全国率先探索超大城市“小社区、
大融合”社会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Ｓ社区于２０１５年成为试点社区，启动融
合社区创建工作，着力破解流动人口社区融入难题。

根据《Ｌ街道开展融合社区“五个一工程”实施方案》，街道、社区两委、
流动人口党组织以及被引入的Ｆ社会组织协同在Ｓ社区探索推进融合社区“五
个一工程”，即建设一个流动人口融合服务工作站、创建一所社区融合学堂、成
立一个流动人口党支部、创设一个社区共治议事会、组建一支流动人口志愿服
务队。２０１７年，街道在Ｓ社区进一步增设人大代表社区融合联络站和商会企业
融合服务站，让人大代表、市场企业成为融合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由此，融
合社区创建的“五加二工程”框架基本形成。此外，２０１７年Ｇ省在全国率先开
展“两非”进“两委”选举试点，Ｓ社区还据此设置了社区非户籍委员；２０１９
年，社区开始探索党小组长、网格长、议事长、楼组长、治安队长“五长共
治”。这些举措为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创造了条件，驱动融合社
区治理不断走向深入。

（二）制度复合体多维实践与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研究制度复合体的观念、利益和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凯瑟琳·西伦、斯文·斯坦默，２０２２）。本文聚焦于融合社区创建情境，这
一核心研究旨趣直接体现在主体、结构与行动“三位一体”的制度复合体多维
实践之中。
１ ． 再造治理精英
“二元社区”空间人口聚集、流动性大，选择流动人口中相对固定的精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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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事务，搭建流动人口社区精英参与平台，以及组建流动人口党支部和对
应的社会组织，以此驱动新旧社区精英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同治理，是现阶段融
合社区治理的必要选择，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卢学晖，２０１５）。社区
精英再生产是推进融合社区治理的前提条件，有助于夯实流动人口党支部、社
会组织等主体力量。不仅如此，这些新的治理精英也成为城市政府和社区两委
联系、管理与服务流动人口的中间人。为此，Ｓ社区一开始就着力在流动人口中
发掘、动员与培育精英，再造融合社区治理主体，吸纳新的观念和利益，推动
社区多元共治。

精英发掘。Ｓ社区将流动人口中人脉广、威望和受信任度较高的精英吸纳进
社区治理体系，借此动员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一是制度化选聘体制内精英。
２００９年社区专门聘请一位来自Ｗ镇的外来人员担任社区计生管理员，负责流动
人口的计生管理服务工作；２０１７年社区选举产生一名社区非户籍委员，为流动
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机会与平台。二是外部引入专业精英。在市政法委等引
荐下，Ｆ社会组织负责人带领团队进驻社区，成为融合社区治理的重要推动者。
三是通过观察举荐方式发掘民间精英。比如，社区在与人口流出地政府工作交
流中发现了一名“爱管闲事”、受人尊重的共产党员，最终将其发展成为流动党
支部书记。

精英动员。Ｓ社区注重动员和激励流动人口社区精英参与社区治理。一方
面，在城市政府支持下，Ｓ社区于２０１６年制定《社区共治议事会章程》《社区
巷长工作制度》，２０１９年再搭建社区网格“五长”微治理平台等，为流动人口
社区精英参与社区治理赋权。另一方面，社区通过荣誉表彰、适当经济补贴等
形式，增强流动人口获取私人关系、社会报酬、物质报酬、政治报酬和组织认
可的动力（钱晨、张桂金，２０２２），有效降低流动人口精英参与社区治理的成
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带动更大范围的社区参与。

精英培育。Ｓ社区注重依托社区融合学堂，培训新老社区精英及其积极分
子，提升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在融合社区创建之初，社区融合学堂为社
区议事代表、小巷巷长等群体举办了多场民主协商议事培训，讲授议事范围、
议题选择、议题表决、意见表达等方面的议事技巧和议事规则，助其自主参与
社区议事协商。正如承担培训任务的老师所言：

“我们培训社区骨干用尽了心思，第一个我们搞写作班，写作班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认同自己、提升自己……然后大家就分小组讲，锻炼他讲的能
力。刚刚第一次议事的时候，我们先培训他们怎么选议题、怎么确定议题、
怎么发言，还给他们编一个顺口溜啊。”（访谈编号２０１７１２２７ＷＺＰ）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社区融合学堂共开设各类课程９００多场，培训流动人口

９０００多人次，极大强化了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信心和意愿（张丹羊，肖桂
来，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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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塑造共治结构
Ｓ社区所在街道主动设计了外地人与本地人社区共治的制度结构，并将其嵌

入社区自治体系，形成面向实有人口的治理结构。该共治结构不仅为流动人口
党支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正式渠道，也为城市政府、社区两委
制度化吸纳流动人口利益、组织化动员流动人口搭建了规范化制度平台。具体
而言，街道通过“五加二工程”系统性地构建了人口流动性治理框架，该框架
与原有的属地性治理框架有效匹配，在街居层面形成支撑融合社区创建的治理
结构。流动人口融合服务工作站、流动人口党支部等组织，为流动人口享受基
本公共服务、流动人口精英参与社区治理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交流交往提供了
条件。

社区则重点依托社区共治议事会来推动跨群体边界的参与式治理。Ｓ社区于
２０１５年创立社区共治议事会，安排１３名议事代表，含本地居民、外来人口代表
各６名，以及１名街道委派的议事长。社区共治议事会再通过投票方式选出本
地居民、外来人口代表各１名担任副议事长。社区共治议事会按“一事一议”
的原则组织召开议事会议，共同协商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协助配合居委会和
街道开展相关工作。这打破了原有以户籍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边界，通过协商共
治平台赋予了流动人口及其精英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正如受访议事代表所言：

“本地居民也好，外来居民也好，都把我们当成社区的管理员，有什么
问题都喜欢跟我们反映，因为我们解决得快，跟居委会反映不一定有这么
快。我们解决不来的话，我就去居委会反映，然后再督促居委会落实，那
就快很多。”（访谈编号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ＬＸＤ）
２０１８年，社区共治议事会成立议事会党支部，强化党建引领，进一步实现

在党的领导下本外居民共治、户籍居民自治的高度统一。
３ ． 强化共治共享
社区新老精英交叉任职与组织交迭是推动协作治理网络形成的主要方式，

并以此深化社区共治共享行动。不同社区精英通过交叉任职拥有多种组织身份，
他们扮演着“联结销”（Ｌｉｎｋｉｎｇ Ｐｉｎ）的角色，推动社区组织交迭，进而增强社
区参与以及融合治理的整体效能（见表２）。其中，在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
流动人口党支部和共治议事会等社区组织之间处于“联结销”位置的社区精英，
在创建融合社区和推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他们不仅形
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更引领精英群体和普通居民共同推动融合社区治理。
正如流动党支部书记在受访中表示：

“我们三个人（居委会主任、社会组织负责人和流动党支部书记）经常
一起商量社区的事情。有初步方案之后，我们再和其他人进一步商量完
善。”（访谈编号２０１８０５２４Ｃ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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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Ｓ社区主要精英交叉任职情况
姓名 主要身份 其他身份
ＳＷＭ 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社区共治议事会副议事长
ＷＺＰ Ｆ社会组织理事长 流动人口党总支书记、社区融合学堂校长
ＷＷ Ｆ社会组织秘书长 区人大代表、社区基金会理事长

ＣＺ 流动人口党支部书记 社区共治议事会副议事长、社区志愿服务队队
长、社区非户籍委员、外来人口调解员

ＬＸＤ 流动人口党支部副书记 社区共治议事会成员、社区志愿服务队成员、
社区小巷巷长、外来人口调解员

ＰＺＬ 流动人口党支部支委 社区小巷巷长、社区志愿服务队成员
ＪＺＭ 社区居家养老员 社区共治议事会成员、社区志愿者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社区新老精英还在公共服务供给、纠纷调解、疫情防控等社区公共事务中

协同共进，积极回应社区多元化需求。在共治层面，以社区共治议事会为代表
的组织治理绩效显著，助力社区协同破解诸多难题。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社区共治
议事会共召开１０３场，议事１８９件，完成事项１７６件，解决了包括社区微型公
园选址、租金合理上涨、社区微改造等事项１５３件。其中，２０１８年社区推进微
改造项目，先后召开６次共治议事会广泛吸纳民意，凝聚微改造共识，选择微
改造方案。最终，２０１８年５月９日印发的《社区共治议事会会议纪要》显示，
经社区共治议事会代表多次充分讨论，在市城市更新局提出的４个微改造方案
中，方案四因设计全面、规划合理、设施优化、后期维护成本低、改造内容契
合居民需求等优点，被共治议事会推选为最佳改造方案并落地实施。社区居委
会主任对这些议事记忆犹新，受访时谈道：

“社区微改造共治议事实践很成功，形成了治理合力，激发了外地居民
与本地居民的共同参与热情，居民提出的意见被有效整合进社区决策中，
既促进了社区融合，又解决了社区的实际问题。其实，现在社区不仅通过
共治议事会，还通过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五长’共治等畅通外来人口参
与，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效果都还不错。”（访谈编号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ＳＷＭ）
在共享方面，街道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站、Ｆ社会组织等既重视为流动人口提供

公共服务，又在服务中突出本外人口交流、融合，极大提升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水
平和居民获得感。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站累计办理１２万项业务申
请，为流动人口办理居住证近６０００张，开展职业病危害知识和健康讲座３０多场，
定期开展义诊保健、健康咨询、预防宣传等医疗服务，累计服务近１０万人次。Ｆ
社会组织在社区提供亲子读书、作业辅导、环境教育等服务，不仅契合流动人口
的需求，还为外地居民与本地居民提供了交往的机会。该组织负责人表示：

“开始本地居民不相信有我们这样的公益机构，现在相信了，他们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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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能不能也受益一下本地居民的孩子。我们就根据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３ ∶ １
的比例招收早教班和其他项目学员。家长们经常跟班学习，这样也促进了
本外居民的交流融合。”（访谈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１０ＷＺＰ）
总体上，融合社区创建进程中的共治共享行动得到了外地居民和本地居民

的双方肯定，促进了流动人口社区的融合。
“融合社区让我们外地人感受到了尊重，有什么问题也有渠道提出来，

我已经将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了。”（访谈编号２０２３０４０６ＨＳＬ）
“现在有了共治议事会，社区各方面的情况都在逐步变好变美，我们这

些本地人也觉得他们（外地人）就是我们社区一分子，矛盾大大减少，很
多都成为了生活上的朋友。”（访谈编号２０２３０４０６ＰＭＹ）
４ ． 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
通过制度复合体的多维实践，Ｓ社区治理创新在推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一是构建起面向社区实有人口的共建共治共享框架。通
过流动人口精英参与，流动人口从“外来人”变“自家人”，从被治理者变为治
理者、参与者和服务者，推动实有人口协同共治水平与公共服务共享水平显著提
升；二是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矛盾冲突大幅下降，进入“有事商量着办”阶段，
流动人口的社区归属感不断增强；三是借助流动人口党支部的动员能力及流动人
口党员及其他精英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管
理与服务，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愈加紧密，隔阂不断消除。由此观之，Ｓ
社区的治理创新让流动人口逐步融入流入地社区，形成相安无事社区治理格局。

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形态在较长时间内将持续存在，具有类型学
意义。一方面，此前众多研究将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户籍身份差异视为融入
障碍，执着于转变户籍身份的社区融入道路，将破除本地人群与外地人群的身
份边界、流动人口在生活上向城市居民转变，视为融入的本质特征（童星、马
西恒，２００８）。本研究的案例表明，融合社区建设可以跳出户籍身份“求同”
的单向思维，将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理解为尊重差异性的社会重建过程（李佳，
２０２１）。通过在社区治理结构上的选择性调适和开放社区治权，可以逐渐达成相
安无事、守望相助的治理目标，推进和而不同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另一方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由常住地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社区
融入也将更多依靠社区治理变革而非户籍制度改革，基于身份差异性而非同一
性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实践将是未来的主流。

（三）调适性赋权逻辑与新旧制度互动演化
旧制度与新制度的互动博弈界定了制度变迁的不同类型（Ｓｔｒｅｅ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ｌｅｎ，２００５）。在本案例的融合社区创建情境中，新旧制度互动遵循调适性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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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逻辑，为制度复合体的多维实践创造了条件，是构建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
区融入形态的前提。

一方面，创设新的制度平台，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赋权。融合社区作
为社区发展的新框架，尤其强调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共同参与，建构守望相
助、团结和谐的社区秩序。社区发展需要在尊重差异、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激发
社区成员的高质量参与，并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和社区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相
互促进（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在本外人口区隔的“二元社区”中，流动人口普
遍处于“无权”“弱权”或“失权”状态，社区参与度不足。在此背景下，融
合社区创建的首要任务便是激发流动人口的参与意识和行动能力，使其成为更
具自主性的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在本文案例中，Ｓ社区在地方党政力量的推动下
开放社区治权，通过再造社区治理精英、塑造社区共治结构、强化社区共治共
享等方式，逐步破除封闭的社区治理体系，为流动人口社区参与赋权，形成本
外人口共治嵌入社区自治的融合治理格局。

另一方面，将融合社区建设限定在社区社会事务领域，避免威胁户籍居民
的政经利益。户籍身份并非简单的人口管理制度，而是绑定了户籍居民拥有的
关键政治、经济利益。唯有契合流动人口与户籍居民各自的利益诉求，融合社
区建设的阻力和成本才能最小化，融合社区建设才能顺利实现。开放社会治理
层面的治权，不仅能够契合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治理需要，而且不会冲击户籍居
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与融合社区创建的系列政策形
成博弈格局，塑造了流动人口参与流入地社区治理的制度结构，影响了流动人
口的社区融入水平。流动人口党支部建设、共治议事会等新制度按照增量调整
原则不断叠加于户籍制度之上，新制度在与旧制度渐进有序的互动中进一步内
嵌，进而建构出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

五、调适性赋权的实现机制
依循调适性赋权逻辑，融合社区创建实现了“为社区参与赋权”与“向户籍

身份妥协”之间的制度均衡。在此过程中，组织化赋权机制与专业化赋能机制为
新旧制度之间的有效互动创造了条件，为行动者尤其是流动人口党组织、流动人
口社区精英的参与权利和行动能力提供了坚实保障。而网络化互动机制则为制度
复合体演化提供了高质量的关系联结，是良性制度层叠与制度变迁的动力。

（一）组织化赋权机制
为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入，街居启动融合社区建设，推动流动人口参与社

区管理与服务。然而，案例社区的融合治理创新需要诸多保障条件，包括破除
封闭的属地社区治理体系、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主体性建构、融合治理共识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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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融合社区资源供给等等。因此，组织化赋权机制重点聚焦城市政府对社区
两委、社会组织、流动人口党支部的增权措施，为人口流入地社区治理的新旧
制度互动与制度复合体实践提供支持。

第一，凝聚赋权共识。设定具有共识性的任务场景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首要
环节，能够为制度约束下的行动者互动提供议题和权限限定，规范社会治理创
新方向（门理想等，２０２４）。在案例社区，融合社区建设是城市政府落实试点任
务和破解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现实难题的重要政策选择，有助于社区两委提升原
住民的城市文明素养、社会组织发挥赋能社区发展的专业所长、流动人口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及共享公共服务。因而，上述四大治理主体都有推动流动人口社
区融入的意愿，很快就融合社区创建达成共识并推出“五个一工程”工作方案。

第二，选择性开放治权。融合社区创建的系列政策举措，是“为社区参与
赋权”与“向户籍身份妥协”博弈的均衡结果。城市政府、社区两委主要从化
解社会治理难题角度选择性开放社区治权。具体而言，随着融合社区建设的推
进，原来封闭的社区治理体系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逐渐分化。政治层面的
治理边界随着社区非户籍委员的出现而开始破题，但离突破仍有较大距离；经
济层面的治理边界仍然十分明确，社区经济议题并未被纳入融合治理讨论范畴；
社会层面的治理边界则变得日益模糊，随着共治共享举措的不断深化，面向实
有人口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正在形成。社区开放治权的进程是渐进和有选
择性的，社区优先开放满足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和社区公共事务参与诉求
的参与场景，以化解本外矛盾，建构相安无事的融合共治秩序。

第三，组织承接赋权。流动人口的分散性和流动性较强。在融合社区创建进
程中，城市政府采取了精英组织化参与的策略向流动人口赋权。组织承接赋权既
是社区开放治权的具体实践，又为流动人口党支部、社区社会组织等的规范建设
给予充分支持。在实践中，城市政府不断强化流动人口党支部、社区共治议事会、
志愿服务队、社区融合学堂、融合服务工作站等组织建设，使之成为流动人口参
与和传递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其中，流动人口党支部还通过模范带头作用、涟
漪式扩展等方式推进社区参与（朱亚鹏等，２０２２），成为数量众多的流动人口寻找
稳定存在感、实际融入感的关键参考锚点（ＧｒｚｙｍａｌａＫａｚｌｏｗｓｋａ，２０１６）。

（二）专业化赋能机制
行动者的参与权利和行动能力是引发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组织化赋权机

制解决了权利资源保障问题，而专业化赋能机制则着重提升行动者的行动能力。
融合社区创建对于社区两委、流动人口党支部来说是一个复杂难题，没有经验
可循，面临诸多能力和技巧方面的挑战。社会组织的工作专业性较强，服务居
民群众与推动社会建设的经验也较丰富。为此，社会组织着力从管理技能培训
与专业化引导两个方面，为社区两委、流动人口党支部赋能，并链接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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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度复合体的发展，深化流动人口社区融入。
其一，以管理技能培训提升参与能力。社会组织被引入案例社区后，通过

融合学堂为流动人口开设就业技能、写作、素质素养提升等诸多培训课程，帮
助他们提高职业能力及文明素养。同时，社区通过为共治议事会、志愿服务队
中的议事代表、社区管理者、精英骨干提供相关培训，有效提升了社区两委、
流动人口党支部等协同推动融合社区创建的能力。这些能力是流动人口党支部、
社会组织得以影响融合社区创建的前提，更是社区治理渐进性制度变迁的重要
驱动力。

其二，专业化引导良性制度层叠。在融合社区创建初期，社会组织便基于
社区需求调查，着重开展早教培训、村史馆建设、社区垃圾分类等项目，借此
快速组建和培训骨干队伍。在创建中期，社会组织积极倡导和参与社区共治议
事会建设，着力通过制度化、平台化创新推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在创建后期，
社会组织与社区两委、流动人口党支部推动“五长共治”，进一步解决融合社区
建设“谁来落实”的问题。这些都体现出社会组织支持社区治理的专业素养和
资源链接能力。它在不破坏既有户籍身份等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引导新制度层
叠于旧制度之上，夯实了渐进性制度变迁的变革基础，推动了融合社区创建，
使流动人口社区融入走向深入。

（三）网络化互动机制
制度约束下的行动者互动影响制度变迁的内容和方向。为此，网络化互动

是指关键行动者在社区治理中建立连通多方的关系联结，并不断提升关系质量，
通过正反馈效应推动制度渐进变迁。在“二元社区”中，街道、居委会与流动
人口联系不密，常出现“找不到人” “敲不开门”的现象，本地人与流动人口
之间多仅维持“房东－房客”的单一关系。这些关系结构的社会连接性弱，互
动不稳定，容易出现群体分割。在融合社区建设过程中，城市政府、社区两委、
社会组织、流动人口党支部中的关键行动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交往发展
出网络化互动机制，进一步积累社区总体社会资本。

一方面，构建正式关系。在融合社区创建中，融合服务工作站、社区融合
学堂、流动人口党支部、志愿服务队、人大代表社区融合联络站、商会企业融
合服务站（“五加二工程”）与社区居民建立正式的管理服务关系，这丰富了融
合促进机构与社区居民的关联，有助于推动资源下沉，提升流动人口的公共服
务共享水平。而社区共治议事会、“五长共治”等制度创新则搭建起流动人口代
表与本地人代表的互动联系，为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党支部、社会组织等参与
社区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持。这让原本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的群体关联起来，丰
富了社区场域中的行动者网络。

另一方面，强化非正式关系。在创建融合社区过程中，流动人口党支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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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示范、联系流动人口时，通过打“同乡感情牌”强化私人联系，逐步依
靠关系共情延伸参与网络。不仅如此，社会组织、流动人口党支部、社区两委
的负责人及骨干也在工作中建立起良好私人关系。这些非正式关系不仅有助于
抑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能够为进入关系网络内的行动者提供合
作便利。

六、结论与展望
我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近年来，中央大力

推动流动人口参与在地社会治理，以融合社区创建破解人口流动治理难题，促
成了相安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新形态，这是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破解城乡二元发展困局的可行方案。

本研究借助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发现，融合社区创建聚焦治理体系变革而非
身份转换，将宏观制度约束与微观主体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在融合社区创建过
程中，依循调适性赋权逻辑，诸多新制度及政策增量叠加于户籍身份等旧制度
之上。新旧制度互动及制度复合体的多维实践在组织化赋权、专业化赋能以及
网络化互动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为社区参与赋权”与“向户籍身份
妥协”的制度均衡，驱动“二元社区”治理向融合社区治理的渐进性制度变迁。
本研究通过呈现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实践逻辑与内在机制，深化了对流动人口
社区融入的认知。

同时，本文展现了移民社会融合模式的中西差异，提供了进一步反思移民
社会融合模式的比较价值，助力探寻人口流动性治理叙事。我国流动人口具有
“跨域不跨境”的类移民特征。西方国家主要从国家建设角度处理移民的社会融
合议题，着重关注移民归化的公民身份条件（Ｗｉｓｔｈａｌｅｒ，２０１６）以及文化身份
适应作用等（Ａｌｂａ，２００５；Ｅｒｓａｎｉｌｌｉ ａｎｄ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２０１１）。我国城市政府则着力
从治权角度探索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呈现出一幅不同于西方移民融合的治理图
景：不执着于户籍身份转变趋同，而是借助融合社区治理创新，在尊重差异性
的同时增强关于“我们”的共同叙事，推动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实现共治共享
和相安无事的状态，发展出和而不同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模式。

目前的讨论仍有不少局限。譬如，基于精英资源禀赋的融合社区治理创新
讨论，面临着较强的精英依赖、地缘依赖难题，容易出现精英悬浮现象；相安
无事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入，较少触及流动人口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具有阶
段性与局限性等。未来的研究可以中央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为契机，聚
焦基层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建设，进一步探索流入地社区精英与大众
互动机制创新，进一步挖掘流入地社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形式，深化流动人
口社区融入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４７·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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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ＣＡ），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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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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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ｆｏｕ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ａ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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